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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基层政府逐渐向社会购买公共物品，实现城市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在多中心供给中，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者分别发挥什么作用？三者的职能如何有效衔接？本文拟以 S 市 B 区 X 街道办（以

下简称 X 街道办）购买企业服务，让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作为案例，分析城市公共物品的依附式

协作供给机制。

一、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述评

从理论上来说，以供给主体为标准，公共物品至少存在三种供给机制：单中心、多中心和本文所要建构

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每一种供给机制都是上一种供给机制的发展和演变。
1.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背景

在多中心供给机制出现之前，政府常采用单中心机制供给公共物品。单中心供给机制具有唯一的权

威、垄断性供给、提供者和生产者重合的三重特征。在单中心供给机制中，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

具有最高权威，政府既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即提供资金，又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即组织生产。因此，文森

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博特和罗伯特·瓦伦总结出传统的单中心政治体制是“只有一个政府单位对任

何特定的大城市地区进行排他性管辖的充分一体化的体制”。①

2.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特征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随着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样化，单中心供给机制的弊端逐渐显现，

如存在“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②的问题，也可能带来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③为了弥补传统单中心机制的缺

陷，学者们提出多中心供给机制。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特点是分权、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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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
第一，分权。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博特和罗伯特·瓦伦提出大城市可以实行多中心治理，④并

认为“多中心政治体制重要的定义性特质是许多官员和决策结构分享着有限的且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

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⑤第二，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多中心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存在许多决策中心，

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⑥第三，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麦金尼斯指出多中心机制“重要的是公益物品

不必由向社群成员提供物品或服务的同一个行为者或者组织来生产”。⑦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明确提

出公共物品的供给可以区分为提供和生产，他说，“在公共经济中组织消费事务有别于组织生产事务。我们

把前者称为提供，把后者称为生产”。生产是指物理过程，据此公益物品或者服务得以成为存在物，提供则

是消费者得到产品的过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进一步系统的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⑧他们所率领

的制度分析学派在研究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时，将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生产分开研究。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生

产相互分离，这是研究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提出多中心供给、合作化供

给⑨、柔性组织网络机制⑩和“可抉择服务供给机制”（Alternative Service Delivery Mechanism）輥輯訛，还有学者

提出统治型的社会治理遵循权力机制，管理型的社会治理遵循契约机制，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则遵循合作

机制。輥輰訛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都是多中心供给理论。
在此基础上，格里·斯托克在研究城市权力结构的过程中，提出机制理论。机制理论认为公共物品供给

的合作联盟有很多形式，例如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跨越界限的合作，城市政府与其他利益体的合作。机

制理论对“城市公共物品多元供给”议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他们集中探讨了“能够达成公共目的的有效而

长期的联盟会出现的条件”輥輱訛。斯托恩（Stone）认为，处于优势的利益方提供一系列激励机制，他们需要统筹

和更大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輥輲訛斯托恩在对亚特兰大的市区商业精英和黑人市长的联盟进行研究时，发

现，“两方通过市民合作网络积极调动资源，创造了一种能够推动对双方都有益的发展议程的机制”。輥輳訛沃尔

（Orr）和斯托克（Stoker）对 20 世纪 90 年代底特律的机制研究发现，潜在联盟伙伴的本质、市民组织力量的

大小是影响城市联盟达成的重要条件。輥輴訛但是，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机制理论关于达成联盟的

条件无法回应下面这种现象：X 街道的社会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的达

成。在社会组织力量弱小的约束条件下，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否是斯托恩所说的处

于优势的利益方，即政府提供了一系列激励机制所致呢？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有没

有负面影响呢？如果有的话，这种影响如何被克服？它使 X 街道公共物品供给联盟具有哪些特征呢？

3.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研究空间

多中心理论为研究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机制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但是，多中心供给理论也存在进一

步发展的空间。第一，研究对象上，多中心供给理论的分析对象是自来水、公共交通这样的一般性的公共物

品，而较少分析治安外包。治安外包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輥輵訛其后在吉林、内蒙古、河南、湖南、浙江和广东

等地多次出现。治安外包是指政府将某一特定区域的公共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市场或社会组织，承包

人协助政府维护公共治安的过程。輥輶訛已有研究要么从法学的视角讨论治安外包的合法性问题，輥輷訛要么从公

共管理的视角分析治安外包的边界、治安外包的绩效等问题，輦輮訛较少学者从多中心供给的理论视角下，探讨

治安外包的运行机制。在治安外包过程中，政府是治安服务的提供者，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治安服务的生

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治安外包是治安服务的多中心供给机制。由于治安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强制性，

因此，已有的多中心供给理论不足以分析治安外包过程中各种特性。例如，多中心供给理论认为奥斯特罗

姆认为生产者和供给者相互分离，可以显著地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但是，在治安外包过程中，政府单

纯地促使生产者和供给者相互分离，并不能保证治安服务的供给绩效。在治安外包的过程中，多中心供给

具有哪些特征？这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二，多中心理论没有考察生产者的内部分工。政府购买公

共物品后，生产者内部是否存在分工？各个生产者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本文尝试提出公共物品的依附式

协作供给机制，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是一种介于垄断与分权之间的独特的

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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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问题倒逼：依附式协作供给的动力

一般而言，政府选择外包的方式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治安外包并不能节约成本。与此同时，治安

外包面临三层合法性压力：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既然治安外包未必能节约成本，也没有

法律支持，还面临政治压力，为何很多城市基层政府仍然选择治安外包。基层政府治安外包的动力何在？基

层政府选择治安外包，这是现实问题倒逼所致。
1. 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基层政府面临公共物品供给失败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加快，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不断加剧。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09 年，X 街道

户籍人口不足 7.5 万，但是居住人口 110 多万，常住人口至少有 80 万。輦輯訛另一方面，政府以户籍人口作为提

供公共物品的基础。以 X 街道执法队为例，2009 年，X 有执法公务人员 30 余名，协管员 117 人。一个执法

人员平均要管 5 000 多人。政府面临社会管理的事务不断增加，但是管理人员缺少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

下，流动人口越多的地区，社会治安和秩序越紊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层政府的治安供给失效。
2. 在上级考核的压力与基层政府管治失败的矛盾下，城市基层政府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

上级政府设定严格的考核指标，“我们必须给区和街道下点指标，不然他们不听我们的”。（广州市城管

委座谈会，2011 年 12 月 30 日）如果基层城市政府治理不力，就可能被行政问责，有的甚至实行一票否决

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必须想办法解决辖区的治安问题。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条件下，要解决如上

问题的有效方式是增加人手。协管员制度是一种创新，但是，协管员制度仍然无法满足政府人手不够的需

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基层政府通过治安外包，向社会借人手。
从 2007 年开始，X 街道办迫于城市治安管理的压力，开始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这包括两

个过程：首先，X 街道办通过购买公共物品的方式，让物业公司协助参与治安管理。但是，物业公司没有处

罚权，只有协助权。其次，在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将承接的部分服务外包给一个名叫“人生驿

站”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由该物业公司创建，并按照企业的部门化管理，但是，该社会组织已在当地

民政部门注册，是独立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政府将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让渡给了

物业公司，而物业公司又把部分“生产过程”让渡给社会组织，由此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多中心供

给机制。輦輰訛在治安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的关系如何？

三、依附式协作供给的过程

恩里格斯指出：“‘依附性’这个名称包含着形形色色的论点，因此讨论它的时候必须小心区分不同的

用语，否则就会使目前已经含糊不清的辩论进一步增加混乱。”輦輱訛依附理论至少在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两个

领域得到使用。本文所讲的依附理论不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依附论，而是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经历了几次变化。第一代学者（50~60 年代）大多采

用“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的分析框架，解释体制的产生根源。輦輲訛第二代学者（70~80 年代）在不改变已有

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研究主题转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考察精英政治内部矛盾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

响。80 年代以后，新一代的学者使用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又译合作主义、组合主义）分析国家与社会的

互动和结构关系。輦輳訛在以上三种理论的基础上，依附理论强调不同位置和阶层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

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輦輴訛故也有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为庇护与交换关系。沃尔德研究了工人对单位的依附，輦輵訛

戴慕珍分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对农民实行控制，并认为改

革以后，农民对干部的依附关系并没有改变。輦輶訛徐湘林研究中国 80 年代以后的精英转换，认为这一时期的

“党政精英除了从党和党所控制的国家获取其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之外，并没有任何独立于党

和国家之外的政治经济力量可以作为其权力、利益和地位的社会基础”，輦輷訛他把这种官僚称为依附性技术官

僚，其实质是官僚对政党和国家的依附。在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康晓光提出“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认为

依附式协作供给：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创新———以 X 街道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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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其命运掌握在外部力量手中。輧輮訛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组织依附的

外部力量是政府。輧輯訛

在借鉴已有学者对依附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依附式协作供给的概念以此回应已有的理论。一

是对多中心供给理论的回应和修正。多中心供给理论认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一起合作提供公共物品，

三者是伙伴关系，但是，在本案例中，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不是伙伴关系，而是依附式

协作供给的关系。二是对依附理论的回应和修正。已有的依附理论只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国家和社会

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干部与政党的关系，但是，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依附关系存

在于三元主体之间：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企业依附于政府、社会组织又依附于企业，这使得三者的关系

异常复杂。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关系有哪些具体体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式协

作供给关系通过如下三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是政府掌握垄断性权威，企业和社会组织不享有自主决策权。
二是企业出现类科层化，变相成为政府的一个执行部门，形成对政府的依附性协作关系。三是承接公共物

品的过程出现两个生产者：企业协助政府进行城市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救助服务，社会组织的资金、人
员来自企业，形成对企业的依附性协作关系。

1. 政府掌握垄断性权威

第一，权力的运行主体：单中心，而非多中心。多中心供给机制强调多元主体都能参与决策。但是，在依

附式协作供给中，形式上存在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如既有政府，又有企业，还有社会组织，但是，政

府高度垄断决策权，企业并无决策权。X 街道办成立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政府购买服务的协调和决策工

作。管委会共有 24 名成员。从成员构成来看，“管委会”有三类成员，第一类是原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负

责人，有 12 名，占总成员人数的 50%。第二类是市民委员会主任 1 名，占总成员的 4.1%。第三类是物业公

司负责人，只有 2 人，仅占总成员的 8.3%。企业代表在管理委员会中属于少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往往

只能象征性参与，对决策的影响很小。
第二，权力的运行方式：垂直控制，而非自主治理。多中心供给机制彻底颠覆了权力的单向度，“每一个

要素都能作为相互独立的要素行动”。輧輰訛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权力运行方式强调自上而下的垂直控

制，政府通过发布命令要求企业执行政策。政府下发的命令既包括合同规定的内容，也包括突发任务。
第三，信息的传递方式：线性结构，而非网状结构。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购买公共物品后，信息的

传递方式是网状结构，即不仅有上下的信息沟通，也有平行的信息共享。輧輱訛但是，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信息的

传递方式是线性结构。政府购买服务的合同明确规定“乙方（企业—笔者注）应对辖区内发生的重大事故

进行记录备案，对重大的突发事故的处理应进行备案，并定期上报给甲方”。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企业的巡

逻队员碰到突发情况，他们一般会把情况报告给队长，队长把情况直接反映给政府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政

府出面执法。（A 企业部门负责人 b 的访谈，2009 年 8 月 5 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依附式协作供给

中，企业发挥的是信息收集的作用，所有的信息汇总最终上传给政府。因此，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是网状结

构，而是从下到上的线性结构。
2. 企业的类科层制

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按照合同进行生产，这是一种契约制。但是，在依附

式协作供给中，承接公共物品的企业没有按照市场合同制运作，而是按照类科层制的方式运作。类科层制

是指企业按照类似政府组织的方式进行运作的一种机制。企业的类科层制主要通过合作组织、合作动机、
合作事项和合作过程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重构科层组织。企业类科层制的第一个表现在于重构科层制的组织。一方面，企业负责人嵌入了

政府的组织体系中，成为科层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企业代表在管理委员会中属于少数，对决策的影响

较小，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企业已经嵌入了政府的组织体系中，成为科层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企

业成立对口部门，专门负责政府的业务。该部门专门和政府打交道，并为工作人员下达任务，几乎按照科层

制的方式管理员工。
第二，以声誉而不是利益作为合作目标。一般而言，企业作为赢利性组织，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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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 案例中，我们发现企业不了解承接的公共物品的成本，也不知道和政府合作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经

济收益。“我们做好了亏本的准备。”（A 企业负责人 a 的访谈，2009 年 8 月 6 日）既然这个项目不一定给企

业带来收益，甚至需要企业倒贴成本，企业为何愿意和政府合作呢？“我们看重的主要是和政府合作能给我

们带来一定的声誉。”（A 企业负责人 a 的访谈，2009 年 8 月 6 日）企业负责人所提的“声誉”既可以理解为

一种政治收益，也可以理解为长期收益。企业和政府合作，一方面有利于获得体制内的承认，可能有和政府

合作的潜在机会，未来也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有人，企业好办事”。另一

方面，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一个企业能和政府合作，这种合作本身就向其他市场主体彰显了企

业的能力，其他市场主体猜测这个企业也许和政府有某些“关系”，也有利于该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不断

壮大。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企业和政府合作并未考虑经济利益，他们更多的是考虑政治因素。
第三，以政府任务而不是合同为导向。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按照合同进行

生产，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听命于政府，以政府的任务，而不是以合同作为合作依据。2007 年，

X 街道办开始推进物业进街区的项目，最初有 5 家物业公司前来应标。在招聘时，街道办负责人问，“如果

出了事，你们打算怎么办”？回答“依法办”的企业没被录用，相反，回答“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企业被

录用。（政府负责人 E 的访谈，2009 年 10 月 8 日）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听命于政府，以政府的

任务，而不是法律契约作为合作依据。这种情况在具体的生产过程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不仅要完成合同

上要求的日常巡查工作，也要完成合同上没有写的突发性任务。访谈中，政府的负责人说，“每当有大的突

发性事件，我们都要求企业全员参加，加班加点突击完成任务”。（政府负责人 F 的访谈，2009 年 10 月 9
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实质上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执行部门。

第四，借助类似公权力的符号。企业在协作执法的过程中，穿着类似于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服装，带了类

似的徽章，借助政府公权力部门的某些符号，提高协助执法的合法性。
3. 双层依附式协作生产者

阿尔奇安指出，在协作生产是可行的条件下，协作双方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相互替代式协作关系，这是

指协作双方的投入可以相互替代。例如，收集城市垃圾的个人和环卫工人，两者可以相互替代；二是，相互

依赖式协作生产，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协作双方的投入相互依赖，不可替代。輧輲訛但是，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

程中，依赖式协作供给方式既不同于相互替代式协作生产，也不同于相互依赖式协作生产，而是一种依附

式协作生产方式。
在依附式协作生产中，生产者出现两次分工。按照两次分工后，生产者的生产内容的不同，我们又可以

将协作生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同质性两次分工。这是指两次分工后，两级生产者生产的公共物品的类型

具有同一性。例如，在郁建兴所考察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为市民建立的“81890”求助服务中心的案

例中，求助服务中心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满足市民需求。其中，求助服务中心是一级生产者，市

场和社会是二级生产者，两级生产者提供的都是求助服务类公共物品。郁建兴将这种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概

括为复合供给模型。从本质上来说，复合供给模型是一种同质性两次分工。二是异质性两次分工。异质性

两次分工是指两次分工后，两级生产者生产的公共物品的类型不一样。在 X 街道办的案例中，企业生产的

是治安类公共物品，但是，社会组织生产的却是社会救助型公共物品，它是对在公共物品生产过程中出现

的利益受损者的一种救济方式。同质性两次分工是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精致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异质性两次

分工是公共物品供给内容的扩展。
为什么会出现异质性的双层生产者呢？异质性的双层生产者的出现是基层城市政府对企业进行严格

的考核和企业策略性应对的结果。（1）政府聘请企业共同生产公共物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要求企

业协助化解街面的流浪人口，政府对企业设定了层层考核标准。具体来说，若月考评发现一宗“城市道路上

有流浪乞讨人员行乞”，则扣 0.2 分，则当月考评费损失：107425×0.002=214.85 元。据企业管理人员介绍，企

业承包“花园街区”，利润主要来源于考评费。（A 企业负责人 a 的访谈，2009 年 8 月 25 日）若扣除全部考

评费，则企业难以获利。（2）现有流浪人口疏导机制失效。依据现有的流浪人口管理机制，物业公司对不同

的流浪人群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发现残疾人、麻风病人时，物业公司将其送到民政部门的救助站；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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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明身份者，包括智障、弃婴等，物业公司巡查人员将其送到派出所；当发现病人，如垂危弃婴、精神病人

等，巡查人员将其送到医院，包括精神病院；当发现迷失的儿童、老人时，巡查人员问明情况，送其回家。但

是，当发现暂时落难者，如找工作身无分文者、被窃的外地人、投靠亲属但遭窃，且一时无法联系上亲属者，

当碰到这类人群时，巡查人员在现有体制下，找不到对应的接受机构和解决办法。（3）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计

算，企业愿意创办社会组织，承接流浪人群的社会救助服务。既然政府要求企业化解街面的流浪人口，但

是，目前并无体制内的化解渠道。社会组织的创办成本低于政府的惩罚成本，故企业愿意创办社会组织，完

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企业对社会组织实行部门化管理，提供社会组织的运行资金，聘请工作人员并支付薪

酬等。由于社会组织由企业创办，并由企业主导其发展过程，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组织依附于企业。
总之，依附式协作供给具有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式协作供给关系

用下图表示。

一是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不是伙伴关系，相反，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通

过掌握决策权、垂直控制、线性的信息交流控制企业的生产过程。二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企业不是

按市场的契约原则进行生产，而是依附于政府，出现类科层化的倾向。三是公共物品外包出去后，出现两个

层级的生产者，即，政府向物业公司购买公共物品；在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将承接的部分服务

外包给社会组织，而这个社会组织由该物业公司创建，并按照企业的部门化管理。因此，一级生产者和二级

生产者之间呈现一种依附性协作生产的关系。由于社会组织产生于企业，这使其成为公共物品多元供给中

最弱的一方，但它提供的公共物品弥补了政府和企业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具有特殊性。

四、讨论：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的发展

公共物品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既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

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单中心供给机制具有唯一的权威、垄断性供给、提供者和生产者重合的三重特

征。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特点是分权、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

不同于多中心供给，依附式协作供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它既具有单中心供给机制

的一些特征，又具有多中心供给机制的一些特征。第一，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具有垄断性权威。在依附式协

作供给中，政府是唯一的决策主体，始终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过程。企业和社会组织不是独立的生

产主体，没有生产的决策权，而是依附于政府的主体。第二，供给者和生产者的分离，并且出现了二级生产

图 1 公共物品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模型

注：虚线表示在 X 案例中，公民需求的表达并未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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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有多中心协作的特质。总之，依附式协作供给是一种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具有唯一的权威或垄断

性的权威、多个但不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的机制，是一种介于单中心和多中心之间的机制，也

是一种介于垄断与分权之间的机制。
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具有哪些功能呢？本文认为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户籍

管理体制下警力不足而带来的治安混乱的困境，弥补了现有权威主义体制的不足，是基层政府的一种创新

形式。更近一步来说，这种创新能否如一些学者所提到的，中国通过基层政府的创新，逐渐突破权威主义垄

断体制，慢慢形成社会监督的力量，增加政治合法性呢？輧輳訛通过对 X 案例的研究，我们质疑了以上判断。在

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创新形成了一种介于垄断和分权之间的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但

是，这个过程并非昭示政府逐步放权，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权力不断扩大。
这种扩大主要是通过政府牢牢掌握决策权，并促使企业的类科层化运作得以实现。

由于缺乏上层法律制度的支持，依附式协作供给的机制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至少要面临如下

困境。第一，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如何得到成长？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机制强调竞争，并明确提出

“竞争和半市场的条件是多中心的人工制品（附属品：笔者注）”。輧輴訛这就是说承接方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扩大

政府的选择面，也有利于降低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政府挑选的企业是依

附于自身的企业，并没有给市场中其他企业竞争的空间。如果长时间由一个企业和政府合作，不利于其他

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社会组织如何进一步发展？在多中心供给机制中，社会组织按照自治机制

运行，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依附于企业，它成为企业的一个部门。社会组织面

临角色定位和持续发展的困境。从角色定位上来说，社会组织到底应该服务于企业、让企业满意，还是服务

于公众，让公众满意。从成立背景和管理方式上来看，社会组织应该服务于企业，是企业的二级生产者，社

会组织的发展依附于企业。社会组织的这种产生方式制约了其发展的持续性。如果政府停止向企业购买公

共物品，企业还会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吗？社会组织的业务会因此停止吗？若社会组织不依托企业，它

面临融资不足无法生存的问题。因此，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如何避免社会组织成为临时性、昙花一现的组

织，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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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endent Polycentric Governance：A New Way for Public Goods Supply

———A Case Study of Street X
WANG Qing

Abstract：In the face of pressure from realistic problems，local governments，by means of dependent collaboration，

provide public goods with the help of enterpris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is mode，governments serve as the Tier
One producers，while enterprises serve as Tier Two producers. They are no partners with the governments in dominant
position. In turn，social organizations created by enterprises serve as Tier Three producers. The second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Dependent collaboratine supply relieves the prob-
lem of short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problems inevitably exist in this mode. Enterprises are
attch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which covertly exp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attached to en-
terprises，which prevents them from developing sustainably.

Key words：social control；public goods；polycentric；multi-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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